
房山县解放初期的农村小学 

张广文 

1948 年 12 月 14 日，房山县解放。1949 年 2 月，我开始上学，那时已经

8 岁了。结合有关史料，回忆 1949 年 2 月到 1953 年 6 月那段艰苦而又充满激

情的小学时代，对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农村小学教育情况也可见一斑。 

校舍  老师  学生 

房山解放初期，人民政府非常重视教育工作。1949 年 2 月，县文教科在顾

册村举办教师训练班，县长、县委书记亲临讲课，仅仅解放 3 个月就实现了村

村开学。不过，农村的小学都是初级小学，上一至四年级，五年级、六年级是

高级小学，要通过考试录取。高小设在县城和大的村镇，解放时，全县仅有十

余所高级小学。 

说是开学，其实就是背一个手工缝制的布包让父母带着去学校。除了有些

大村子办过学校或高小有校舍外，绝大部分解放后建校开学的都是在村里的大

庙或祠堂里，都是公产，院子大，房子多。我上学的饶乐府村小学设在村子中

间的老爷庙。庙是两进的院子，前后各有东西配殿，后院的东配殿就是学校的

第一间教室了。现在的小学生很难想象当时的“教室”：残破的门窗四处漏风，一

块块脱落的墙皮下露着砖石，屋内空空。村民临时推举的校长叫邱凯，高高的

个子，说话还有些结巴，告诉家长让学生下次来时带窗户纸糊窗户，还要自带

桌椅板凳上课用。第二次上学时很热闹，有拿纸的，有拿浆糊的，在老师的指

挥下糊窗户。桌凳更是五花八门，有人拿的是小板凳，有的是能坐三四人的长

板凳，有的把太师椅拿来了。不知是谁的家长搬来两张大方桌，还有一个破炕

桌。冬天还没有过去，屋里也没有火炉，上课就那么干冻着，手冷了用嘴哈一

哈，脚冷了就跺跺脚。直到第二年冬天，才有了像样的桌凳，才用土坯砌了一

个火炉。 

教室旁边的大殿里，佛像还不时享用香火，叩头烧香的和读书上课的同在

一个院，加上一些人的迷信传说，让我们这些孩子终日有一种阴森森、惶恐不

安的感觉。下课了谁也不敢在学校呆，赶紧跑回家才踏实。直到 1950 年政府提

倡破除迷信，才把这些佛像推倒请出来，前殿后殿和偏殿都改成了教室。只不

过大殿都是一面有门窗，窗户又是糊纸御寒，冬天阴天时，屋内只能看见同桌

同学的脸，看不见黑板，老师没法板书，只能对学生口传心授。后来，结合语

文开了一门“说话”课，让学生通过猜谜语、讲故事练口才。因为是轮流说话，一



个也不能少，学生只好在校外学一些东西拿到课堂上说，对有的低俗的“谜语”

并不十分理解，也拿到课堂上说，弄得老师哭笑不得。讲故事也是五花八门，

实在讲不出来还可以学猫狗叫，学鸟叫。 

房山刚解放，一下子开办那么多学校，师资成了大问题。虽然立即开始举

办师资短训班，但远水解不了近渴，各学校就自己想办法请老师先开课。我的

启蒙老师姓陈，四十多岁，丁家洼村人，上过私塾。刚见到他时，头戴一顶圆

毡帽，身穿黑色棉裤扎裤腿，脚穿双鞍棉鞋白袜，干净利落，透着一股老学究

的味道。陈老师毛笔字写得很好，教我念书时是有腔有调的“唱书”，当时只有一

个老师一门课。陈老师只教我们不到一个学期，一位 1948 年毕业于房山中学的

贾童文老师（琉璃河李庄村人）就从县里正式分配来了。1951 年又来了初师毕

业的梁月华老师。随着班级地增加，陆续分配来了其他老师，学校教学也逐步

走上正轨。 

农村小学老师生活条件异常艰苦。住的是黑漆漆的破庙，拿的是小米工资，

每天自己筹粮买菜生火做饭，还要在煤油灯下备课，直到 1952 年 9 月才开始发

工资。好多学生和家长对老师都是很尊敬的，一到农历的节日，都让学生把家

里做的节日食品给老师送一些去，有的还请老师到家里吃顿饭。不少家长和学

生也和老师结下深厚的友谊。 

值得一提的是，那时老师教学生是沿习了旧教学方法，对学生是有体罚的。

学习成绩不好，违反纪律都要罚。轻的罚站，有的上课在课堂上说话，打盹，

就在课堂里罚站；打架，就到教室外面罚站。时间一节课甚至半天。 

1952 年，教育部门在教师中开展了纠正体罚与变相体罚的运动，消除残存

的私塾式念、背、打教法，让学生也有了自己的尊严。 

饶乐府小学刚开学时，说是一个班学生，其实只有 20 多人。年龄从六岁到

十一二岁都有。后来，有的成绩跟不上退学了，有的要回家跟大人干活退学了，

也不断随时有人插班入学，一个班到底有多少学生没一个准数。 

1949 年下半年解放区完成土地改革后，人民从经济上得到翻身解放。政府

适应广大群众从文化上翻身的迫切要求，放宽年龄限制，凡有上学条件的都可

以上学。教室的后面又增加了十多名十五六到十八九岁的大哥哥大姐姐上课，

有的比老师年龄还大。当时特别提倡妇女解放，因此主要是大龄女青年。虽然

由于各种原因，这些超龄学生多数都没有初小毕业，但他们再也不是文盲了。 

课本  课程  文具 

学校刚开学时，既无课程安排，也无课本可读，陈老师只好教我们念百家

姓、三字经，其余就是写毛笔字，老师教了笔画以后就照字帖写字，主要是柳

公权、颜真卿的字帖。 

过了几个月，算是有了课本，叫新三字经，是解放区编的。现在还记得开

篇几句是“中国人、四万万、有好人、有坏蛋。”直到二年级时才有了正式的课本。



课本内容很实际，记得第一课是“一个人”，第二课是“一个人有两只手，左手和右

手”。还有教育学生拥军优属的内容：“一二三、一二三，一走走到宋家滩，宋家滩

有个宋大娘，儿子打仗在前方。”只是课本质量太差太差了。是用类似于窗户纸的

毛头纸印刷的，像现在的无纺布，但薄厚不匀。有的两面的字都看得见，有的

是一个大洞没印上字。算术课还包括珠算，从乘法口诀小九九练起，只学了一

年就能帮家里算账了。 

1949 年 6 月，华北行政委员会就召开了华北小学教育会议，制订了《小学

教育暂行实施办法》、《小学教师暂行服务规程》，对教师、教材、课程等都做出

安排。到三年级时，课本就正规了，而且有语文、算术两种课本。但是那时压

倒一切的是解放战争和土地改革，教育部门心有余而力不足。课程虽然安排了

语文、算术、体育、音乐、美工五门课，实际上只能是有什么老师开什么课，

老师会什么教什么。直到我毕业那年，体育、音乐、美工课都是语文算术老师

代教的。三年级时学校在大庙北边的菜地里开出一片两三亩地的操场，有了跑

步、体操、跳高、跳远等正式的体育活动。音乐课开始学简谱。美工是图画课

和手工劳作两个内容。语文课还包括写毛笔大楷和用小楷写作文，都是自带砚

台自己研墨。记得在《我的理想》一篇作文中，我写的是长大要当工程师。谁

知当初为了这个朦胧的理想我奋斗了整整 30 年才得以实现。 

由于解放初期物资匮乏，家里又没钱，上学所用的文具是现在的小学生无

法想象的。课本费必须得交，但有的家长实在拿不出钱，就把家里的粮食背到

学校，让老师帮助想办法。作业本都是自己买纸裁好自己装订，那时又没有钉

书机，都是用针线缝的本子。薄的、厚的、黑的、白的还有捡来的彩色纸，五

花八门。一二年级时作业只用铅笔，铅笔质量很差，经常把纸划破，遇到那种

颜色浅写不出字的铅笔，只好蘸一次唾沫写几个字，写完作业，嘴唇都是黑的。

即使这样的纸笔，也不是都买得起，大部分学生都是从家里拿几个鸡蛋去村里

的小店换来的。 

为了省铅笔，都要准备笔帽，一方面是保护削好的铅不断掉，一方面是把

笔杆接长，直到笔杆实在套不住了才换笔。那时，铅笔只剩下不到半寸长了，

还得把铅剥出来捏在手里用。平时练字和演算题用的是石板和石笔。房山区出

一种青石板，切割成十六开纸大小，磨平，装上一个木框，用一种较软的石头

做成比铅笔细一些的石条做成石笔，在石板上写字，写完可以擦掉再写。一堂

课下来，老师要来回走好多趟。学生的桌面上、衣袖上甚至脸上都是石头末。

至于用钢笔，那是三年级以后才有的事。小学生尤其是初小学生是用不起自来

水笔的，又要写钢笔字，怎么办？都用蘸水钢笔，这种笔一直用到上世纪 90 年

代初。蘸水钢笔，必须配有墨水瓶，蘸一下写几个字，买瓶装墨水好用，但是

花钱多，于是就想各种办法代替。有的直接用墨汁，因为不流畅，写的字深一

块、浅一块的，还经常断笔画。有的买颜料自制墨水，这有两种。一种是文具

店卖的专用的固体颜料，用热水冲开灌到瓶中使用；一种是杂货店卖的染衣服

用的染料，也可以冲成墨水用，比较便宜，但颜色浅，沉淀多。这两种自制的



墨水不但写字深浅不一，而且有紫色到蓝色各种颜色，也没办法要求统一。 

课外活动 

解放后的小学生活实际上是从课外活动开始的。没有书本先有活动。房山

解放时正是平津战役北平围城，各路大军调动频繁，几乎每天都过部队，村里

组织欢迎，学生都要参加，手拿彩色三角旗上写着欢迎词，站在路边喊欢迎口

号。 

刚上学时没有音乐课，却学会不少歌曲，多是跟解放军学的。最早学的就

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哪个部队都唱，我们就跟着学，没谱没词，也不太懂

歌词的含义，只是听声音。因此闹出了“革命军人个个要老鸡”的笑话。其次就是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团结就是力量》、《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东

方红》等歌曲，每次开会必唱。 

学生们要参加各种各样大会，一方面受教育，一方面壮声势。庆祝“五一”

劳动节、国庆节都要到县城的城隍庙广场。其中，最受教育的是枪毙罪大恶极

的反革命的公判大会。第一次是枪毙曾杀死过几十名八路军的恶霸反革命杨天

沛，后来还有国民党县长保安团长张德祥。1951 年镇压反革命运动高潮时期一

次就枪毙了 27 个血债累累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每次枪毙前都要把犯人押到

城隍庙戏台上，让受害人或家属当场控诉他们的罪行，最后是政府宣判，宣判

后就由解放军和民兵把犯人推到西门外或东门外的沙滩上枪毙。那些上台控诉

的人，个个苦大仇深，家里都有被反革命残害的人，控诉时台上台下哭成一片，

仇恨至极，有人哭得昏倒在台上。到这时，全场人都站起来义愤填膺地高呼口

号。通过参加这些活动，对没有共产党但就没有新中国的道理逐渐有了深刻地

理解。 

1950 年底，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志愿军战歌响彻祖国大地。刚经过土改分

得土地的农村很快就懂得了保家卫国的深刻含义，全力投入抗美援朝的运动。

学生也不例外，主要是由学校组织宣传活动，写黑板报，刷标语，写标语，游

行示威，街头演讲，入户宣传，屋顶广播，欢送青年入伍，写慰问信，做慰问

袋。还要利用星期天慰劳军属，帮军属家挑水扫院劈柴。在捐献飞机大炮的活

动中，家里拿不出钱来，就利用课余时间到处捡废铜烂铁，甚至到齐家坡原来

国民党修的碉堡战壕捡子弹壳，炮弹皮，交给学校卖了钱，再捐献出去。当听

说捐献的飞机有一架是“少年儿童号”以后，我们都为此而骄傲，也为志愿军叔叔

取得的胜利而欢欣鼓舞。那种爱祖国爱人民的信念，也逐渐深深地扎根到幼小

的心灵里。 

学生参加诸多政治活动，经常停课，虽然受到很多实践的教育，但也打乱

了教学安排。另外，学校和村公所放在一起，开会办事人来人往，晚上有扫盲

的识字班上课，也有村剧团排演节目，老师也无法安心备课。这种现象全国都

一样，教育部门只好向上级反映，引起中央政府的重视，政务院就发布了《关



于整顿和改进小学教育》的指示。从 1952 年开始，县里分期分批开展克服学校

中内外混乱现象，明确提出“教学工作是学校中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才逐步建

立了正常教学秩序。 

解放初期的农村小学每个学年结束并没有成绩通知单，而是由老师把年终

语文，算术的考试成绩汇总后，以分数多少排出名次张榜公布在学校的墙上。

90 分以上的为“甲等”， 75 至 89 分的为“乙等”，60 至 74 分的为“丙等”，不及格的

为“丁等”。记得一二年级时，“甲等”第一都是原来家境较好，家长又识字的学生。

我暗下决心，努力学习，终于在三年级时上了“甲等”第一名。由于这种张榜公布

的方法有损学生的自尊心，不利学生成长，1952 年以后就取消了。 

学制改革 

解放初期，农村小学沿用春季开学（实际是春节后开学），冬季结业（实际

是年末）的学制。寒假和县城小学一样，而数伏天还得上学，没有暑假，只有

麦秋假和大秋假，目的是回家帮家长种地收秋。我们非常羡慕城里的学生，夏

天最热时可以在家里玩。1952 年，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颁发《四二制小学暂行

教育计划》，规定每年 9 月 1 日至次年 7 月 31 日为一学年，每年安排暑假寒假

各一个月，农村小学生才享受了城里学生同等待遇。 

学制一改，问题来了。我们四年级 1952 年年底毕业，高小夏季才招生，半

年时间怎么打发？于是采取了一个过渡办法。春节开学后，原来的课程继续上，

课本继续用，老师讲得深一点，作业布置多一点，叫四年级不合适，取名“四补”，

有条件升高小的就补，没条件的就初小毕业回家了。一直补到 1953 年 6 月，报

名去考县城完小。当时县城的小学和中学混杂在房山城内东南角的孔庙和文昌

宫里。我的考场就在文昌宫一个改建的教室里。我轻松地答完考卷，美美地享

受了第一个暑假生活后，就接到录取通知书，从此结束了初小生活，成为房山

县城关完全小学的一名高小学生了。  

 


